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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２００５年中国城镇居民的调查数据发现，教育的启蒙性质能

够使人超越狭隘的利己主义，从而对不平等持更加批判的态度；国有部门就业者和

老年人所认可的不平等程度较低，体现了平均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地区实际的不平

等程度越大，人们对不平等的认可程度越低。本研究既指出人们在减少收入不平等

程度方面的普遍共识，又分析了人们认可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差异模式，从而有助

于进一步理解民众如何感知和评价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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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３０年来，中国实现了持续和高速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
峻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急剧扩大的收入不平等与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平均主义分
配模式形成鲜明的对照，由此引发的普遍社会不满已引起研究者和决策者的关注。

许多学者担忧，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将会危及社会稳定。为解决日益尖锐的收
入分配问题，近年来政府的政策导向已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转变，旨在构建一个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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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① 这就引发一个问题，即究竟何种程度的不平等才

会危及社会稳定？

对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实际上涉及公平分配这一基础性的社会价值观问题。笔者

认为，虽然平等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和公平 （ｅｑｕｉｔｙ）都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所追求的重要价

值目标，但这两个概念存在差别；平等与否是对实际收入分配状况的测量；公平则是

关于收入应当如何分配的主观判断。如果一个社会中，无论其社会成员工作绩效和社

会贡献如何，都得到相同的收入，那么，对那些努力工作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资源

分配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固然是有效的激励机制，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差别同时

又必须是 “合法化”的，即谁应得到更多以及谁应得到很少，必须得到社会主流价值

的认可。因此，对社会稳定具有实质影响的是公平问题，而不是平等问题。

社会公平历来是哲学思辨、政治纷争和价值讨论的一个中心议题。近年来，随

着各国内部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对不平等的价值层面即公平分配的学术讨论日趋

受到瞩目，并出现了一批自成一脉的实证研究文献。② 但在中国，这类研究最近几

年才开始出现，缺乏系统的分析。③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以往的研究发现，社会群体不管处在何种社会位置，通常都会接受一种结构性

的不平等，并将其视为正当的、合理的。④ 根据克兰格和史密斯对英美两国学术界一

系列 “分层信念”（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ｌｉｅｆｓ）研究所作的综述，人们对公平分配存在两点社

会共识：第一，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有权获得一定程度的最低收入；第二，很少有人

·５１１·

收入不平等与公平分配：对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居民公平观的一项实证分析

①

②

③

④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９日）》，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６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ｎｅｗｓｃｅｎｔｅｒ／
２００５－０６／２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３１３８８８７．ｈｔｍ，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８日。
参见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Ｋｅ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Ｍ．Ｄ．Ｒ．Ｅｖａｎｓ，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ｉｎ　Ｎｉｎ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９９，ｎｏ．
１，１９９３，ｐｐ．７５－１２５．
张海东：《城市居民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态度研究———以长春市调查为例》，《社会学研
究》２００４年第６期；怀默霆：《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社会学研究》

２００９年第１期；孙明：《市场转型与民众的分配公平观》，《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Ｘｉａｏｇａｎｇ　Ｗｕ，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２００，２００９，ｐｐ．１０３３－
１０５２．
Ｊｏｈｎ　Ｆ．Ｓｔｏｌｔｅ，Ｔｈｅ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Ｒ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４８，ｎｏ．３，１９８３，

ｐｐ．３３１－４４２．



会赞同收入分配上的完全平等，相反，多数人认为在保证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权获得最
低收入的前提下，剩余的社会财富应按个人贡献来分配。① 后来的研究也发现，人们
一致同意低端职业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收入，也普遍认为高端职业应有较高的收
入，但是，对于多大程度的收入不平等才是公平的，意见分歧却很大。② 吴忠民在
《社会公正论》一书中也提出，社会分层中的公正原则之一就是 “各个阶层应当得到
有所差别的并且是恰如其分的回报”。③ 基于此，本文关注人们在认可的收入不平等
程度上的差异模式。以下分别从结构、文化和变迁三种分析视角来回顾相关的实证
研究文献。

（一）社会分层与利己主义理论

最简单和最直接的利己主义理论认为，人们的立场和观点取决于他们的自我利
益，那些占据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出于对其既得利益受损的担心会倾向于维护现有
的分配状况，相反，弱势社会群体则希望通过平等化或再分配政策来获得更多的社
会资源。④ 职业作为社会地位分层的一个关键变量，经常被用来预测对收入不平等
的利己主义态度。但是，由于这一变量的操作化有时过于随意，其预期效应在实证
研究中并非总是能够得到验证。有趣的是，如果进一步将职业纳入阶级分析视角，

许多分析结果都会支持利己主义理论。还有学者在比较研究了八个西方国家中人们
对再分配的态度后指出，阶级结构似乎在每一个社会中都导致了对于再分配的十分
相似的态度模式。⑤

除职业或阶级外，收入和教育的影响也被用来证实利己主义理论。由于这些变
量的作用通常都与利己主义理论的预期相一致，在理解公众对于不平等的评判时，

利己主义态度已成为一个基本假设，直到最近学者们才开始重新审视并检验其正确
性。事实上，关于教育如何影响人们对不平等的态度，还有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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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即 “启蒙主义”（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该理论认为教育的启蒙性
质向人们传递一种同情贫困和弱势群体的价值观，因而教育水平和平等倾向之间具
有一种正向关系。① 遗憾的是，这一论述很少引起重视。结果，教育长期以来就被
“理所当然”地认为反映的是普遍存在的利己主义态度。

（二）文化与公平价值观的影响

与结构论有所不同，文化论通常强调人们对分层的态度受社会主流价值观以及
其他特定信念的影响。② 在个体层次上，学者们区分了四种公平价值观。③ 先赋论
者将既定的资源分配情形看作是自然形成且不证自明的；平均主义者主张资源的分
配应该确保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平等；个体主义者相信存在自由和公平的竞争体制，

且认同 “胜者为王”的道理；宿命论者则将其不幸遭遇归咎为社会制度的不公。实
证研究表明，持有不同公平价值观的群体之间对于公平收入差距的主观认识存在显
著的差异。④

另一种研究策略是将不同国家公众所认可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差异作为公平价

值观的测量。这种跨国研究最初只是比较某些特定的国家，后来，研究者开始不断
检验一个更为一般化的 “福利制度假设”（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ｇｉｍ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⑤ 并发现公
众对于再分配的态度确实与福利制度类型相关。虽然这种相关性的具体模式因研究
设计的不同而有所差别，但总体而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下的民众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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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差别：前者更加偏好较低程度的收入不平等。

无论是从个体层次还是国家层次探讨公平价值观对公众不平等态度的影响，都
存在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即在一个社会内部是否存在公平价值观的分歧？这个问
题对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来说尤其重要。正如一些研究者在１９８０年代所论述的那
样，① 公有和私有部门的区分，可能是构成公平价值观冲突的一个重要基础。世代
（ｃｏｈｏｒｔ）（或年龄）差异也可能成为价值观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对不平等态度
的影响在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两种不同体制下的异同，也只是在最近才受到关注。

（三）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价值观变迁

早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研究者就已注意到，平等主义开始成为西方世界一股
新的思潮，年轻人比老年人更倾向于追求平等。后来，几乎所有使用横截面数据的分
析都发现，年龄越大的人对不平等的态度越宽容。直到最近，才有研究者向人们展示了
一种截然相反的世代效应：在转型后的爱沙尼亚，相比于年轻一代，老一代对收入不平
等持更加批评性的意见。不同世代所经历的社会化环境差异是理解这一结果的关键。②

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会强化还是会削弱公众对收入不平等的支持程

度？关于社会经济变迁对不平等态度的影响，学者们提出了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适
应理论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认为，人们会慢慢习惯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并会相应地调整
其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抗拒理论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则认为，如果经济社会变迁
与人们最初的价值观不相符，他们就会对收入不平等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和抗拒。③ 实
证研究发现，在匈牙利和波兰等国的转型过程中，公众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随时间
的推移而上升。④ 这似乎支持了适应理论。但遗憾的是，它们并没有直接检验社会
实际的不平等程度与公众认可的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关系。据我们所知，有两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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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考察这一关系，但结果并不一致。① 因此，关于不平等的价值观到底如何随着
社会经济的转型 （尤其是不平等状况的变化）而变迁，仍然缺乏一个明确的答案。

三、研究问题与假设

综上，本文提出三个问题：１．教育对不平等态度的影响到底是一种利己主义的
还是一种具有启蒙主义性质的？２．公平价值观对不平等态度的影响是否存在？３．实
际的不平等程度与认可的不平等程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以下将分别给出研

究假设及其背后的关系机制。

（一）教育的双重效应

如前所述，我们可以就教育对不平等态度的影响提出两个竞争性的假设：

假设１ａ：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会认可较高的不平等。

假设１ｂ：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会认可较低的不平等。

为了理解教育对不平等态度可能存在的启蒙作用 （即假设１ｂ），可以参考对教
育与自由主义态度之间的相关性研究所提供的两种解释。② 传统的观点认为，教育
通过知识积累和认知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多样性的容忍，进而使人们更倾
向于自由主义。社会化理论则认为，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并非知识和认知发展的
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而是学生从教育体系习得并加以内化的。尽管认知发展理论
和社会化理论在解释教育与自由主义态度之间的相关性时是相互对立的，但在中国
社会的特定背景下，两者却具有同样的理论预期，即教育程度更高的人会更加关注
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进而会对不平等持更加批判的态度。理由具体阐述如下。

虽然中国自１９９０年代以来收入分配不平等迅速扩大，但这种不平等主要来自城
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或行业之间、单位之间的差异，收入分配在集团内部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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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平均化的。① 造成的结果是，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因为理解他人生活境遇的能力
有限，会低估社会不平等的真实水平；相反，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由于知识积累和认

知能力，更有可能了解社会不平等的真实情况。而且，更多的受教育经历还会使人
们养成批判性的阅读和分析习惯，从而使其能够更多地了解社会不平等的现状，进

而认可较低程度的不平等。

另外，中国的教育体系所传递的核心价值观是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也可能

使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会更加同情穷人的生活困境，更会关注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

中国读书人传统上就有一种超越于个人境遇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因此，

根据社会化的理论，我们也会预期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会认可较低的不平等。

（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公平价值观分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了渐进改革策略，通过逐步培育和发展体制外的新兴市

场部门来推动国有部门的改革和转型。而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平均主义价值观可能

仍然存留于国有部门，并与市场经济所崇尚的自由竞争的价值理念相抗衡。虽然国有
部门也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这并不一定会彻底消除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价值观的

影响。如对１９８０年代中国城镇社会的分层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内部，作为越来越重

要的工资组成部分———奖金，虽然在名义上是用来激励员工、提高生产力的，但其分
配却是平均化的，与员工的个人特征没有太大关系。②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２ａ：人们认可的不平等程度在国有部门比在市场部门低。

如果平均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确实存在，它还可能会在老一代人身上体现出来，

因为他们经历过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主义政策。年轻一代则很少受到这种价值观的

熏陶，因为消除平均主义分配模式是中国经济改革初期的一个主要目标。这一年龄／

世代效应与前面提及的在爱沙尼亚发生的情况类似，但却与西方社会的典型情形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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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相反。因此，提出另一个假设：

假设２ｂ：年龄更大的人认可更低的不平等。

（三）实际的与认可的不平等

要考察实际的不平等对认可的不平等的真实影响，必须排除感知的不平等在态
度形成过程中所起的潜在调节作用。以往的实证分析或许是由于数据的局限性，很
少做到这一点。本研究通过分别测量这三种不平等来填补这一空白。在个体层次，

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来同时测量感知的不平等与认可的不平等。此外，鉴于中国地区
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我们测量了不同地区实际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而考察
其如何影响人们对收入不平等的感知和认可程度。通常认为，实际的收入不平等程
度越高，对再分配政策的呼声也越高。① 费尔维贝和韦格纳在探讨国家的转型方式
对个人公平观的影响时，得出的分析结果也支持了人们会对过多的不平等产生不满
情绪这一说法：与其他转型国家相比，俄罗斯和保加利亚这两个国家的转型都不算
成功，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和其他种种社会问题，因此其公众更倾向于认为收入差距
过高。② 由此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３：社会实际的不平等程度越大，人们对不平等的认可程度越低。

四、数据与研究设计

本文分析使用的数据来自 ２００５ 年的 中 国 综 合 社 会 调 查 （ＣＧＳＳ２００５）。

ＣＧＳＳ２００５的样本对全国城镇和农村地区 （除西藏）的１８岁以上人口具有代表性，

采用的是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其中城镇样本约有６０００人。本研究的分析对象
只限于城镇样本中的２０—６９岁受访者。

测量人们对收入不平等或再分配态度的传统方法是直接询问受访者对相关说法

（例如 “我们国家的收入差距非常大”、“政府应该在穷人身上少花一些钱”等）的同
意／不同意程度。然而，这种测量经常被批评存在方法论上的问题，如它可能会使受
访者在表达自己的态度时刻意遵循某种社会期望。③ 因此，国际社会调查项目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简称ＩＳＳＰ）的不平等研究专题率先采用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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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间接测量方式，即指定一组职业，让受访者估计每个职业的从业者的 “实际收入”

和 “应得收入”。

这种测量方法有几个优势。其一，受访者对某个特定职业 “应得收入”的评价
是以他／她对该职业 “实际收入”的感知为基础的，因此受访者对实际情况的估计误

差直接被他／她自己所控制了；其二，“实际收入”和 “应得收入”问题还清楚地将
信息锁定为特定职业之间的报酬差别，避免了家庭规模、收入来源、税收比率、福
利补贴等混杂因素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影响；其三，这种测量方法有利于实现理论

上对两个维度的主观不平等———感知的不平等和认可的不平等———的区分。我们采
用奥斯伯格和史密丁的方法，计算每位受访者所估计的各个职业的 “应得收入”的
基尼系数，以反映 “认可的不平等”程度。① 同理，还可以计算每位受访者所估计

的各个职业的 “实际收入”的基尼系数，以反映 “感知的不平等”程度。这两个主
观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与根据洛伦兹曲线计算基尼系数的典型方法并没有什么差别，

只是这里隐含地假定各个职业代表了社会总体以及每个职业所占的人口比重相同。

假设１关注的是教育的作用，用受教育年限来测量。要估计教育的净效应，需
要排除收入和职业的作用。我们在模型中同时引入受访者的个人月收入及其平方项，

以观察是否存在非线性效应。职业是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简称ＩＳＥＩ）来测量。在假设２中，就业
部门和年龄／世代的效应可以反映平均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受访者被询问他／她目前
或最后一份工作所在机构的所有制性质，据此将其划分为两大部门：国有部门 （包

括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国有事业事位）与市场部门 （其他所有制性质）。至于世
代，本研究用受访者的年龄作代理变量。分析中还会控制其他一些个体层次的变量，

包括政治面貌、户籍和性别，它们都是虚拟变量，“１”分别表示 “党员”、“城镇户

口”和 “男性”。

假设３关注的是社会实际的不平等状况的影响，对它的测量是在地级市这一地
区层次上进行的。根据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中的个人收入信息，

我们对居住在同一个地级市行政辖区内的受访者可以计算出一个基尼系数，从而得
到地区层次上 “实际的不平等”程度测量。这些地区基尼系数的取值从０．２９６到

０．５８１不等，表明地区之间在收入不平等程度上确实存在显著的差异。

我们将分析对象限定为２０—６９岁的城镇居民并与地区层次的实际不平等数据进
行匹配之后，得到了５２３１人的样本；排除感知或认可的不平等程度这两个变量的缺
失值之后，得到４６４８人的样本；再排除其它自变量的缺失值之后，最终得到４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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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有效样本。为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在多元回归分析部分两次使用多重
填补法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分别将样本数提升至４６４８人和５２３１人，并与有效
样本的结果进行比较。在所有的多元回归分析中，我们对数据作了加权处理，并调
整了样本在社区 （村委会或居委会）层次上的聚集效应，以得到稳健标准误。

五、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表１左栏展示了有效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特征。比较两个主观基尼系数的平均值
（０．４６３和０．４０１）可知，中国城镇居民所认可的不平等程度要低于他们所感知到的
不平等程度。两个主观基尼系数的相关系数达到０．８，且密度曲线的形状十分相近，

看似只存在水平方向上的位移 （见图１）。表１右栏中，即使我们根据教育程度、年
龄、部门、月收入、职业地位和党员身份将样本进行分组，无论考察哪一个社会群
体，其所认可的不平等程度都低于所感知到的不平等程度。这表明，中国城镇居民
普遍感觉目前的收入不平等高于他们可以接受的程度。

表１　有效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及感知的与认可的不平等程度分组比较 （Ｎ＝４０１１）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样本分组

感知的不平等
（基尼系数）

认可的不平等
（基尼系数）

主观层次变量 教育程度

　感知的不平等 （基尼系数） ０．４６３ 　小学及以下 ０．４３０　 ０．３７６
（０．１７１） 　初　中 ０．４５０　 ０．３８８

　认可的不平等 （基尼系数） ０．４０１ 　高中／中专 ０．４６７　 ０．４０１
（０．１７０） 　大专及以上 ０．４９５　 ０．４３３

个体层次变量 年　龄

　受教育年限 １０．８２８ 　２０—２９岁 ０．４６９　 ０．４２５
（３．５２４） 　３０—３９岁 ０．４６１　 ０．３９９

　年　龄 ４２．６０２ 　４０—４９岁 ０．４６４　 ０．３９６
（１２．５６６） 　５０—５９岁 ０．４６４　 ０．３９６

　国有部门 ０．５３８ 　６０—６９岁 ０．４５４　 ０．３８７
（０．４９９） 部　门

　月收入 （元） １１７３．２０１ 　国有部门 ０．４６８　 ０．３９８
（１３９１．５７９） 　市场部门 ０．４５７　 ０．４０４

　职业地位 （ＩＳＥＩ） ４１．７２１ 月收入

（１３．２４８） 　低 ０．４３８　 ０．３７５

　党　员 ０．１４４ 　中 ０．４６２　 ０．３９６
（０．３５１） 　高 ０．４８８　 ０．４２９

　城镇户口 ０．９１９ 职业地位

（０．２７３） 　低 ０．４５５　 ０．３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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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样本分组
感知的不平等
（基尼系数）

认可的不平等
（基尼系数）

　男　性 ０．４９６ 　中 ０．４６０　 ０．３９５
（０．５００） 　高 ０．４６９　 ０．４１２

地区层次变量 党员身份

　实际的不平等 （基尼系数） ０．３９９ 　党　员 ０．４７４　 ０．４１０
（０．０４９） 　非党员 ０．４６１　 ０．３９９

图１　有效样本中个体感知的不平等与认可的不平等 （基尼系数）分布：Ｋｅｒｎｅｌ密度曲线估计

除了比较受访者感知的和认可的不平等程度这两个概括性的测量指标外，我们

还可以分别考察他们对给定的六个职业 （农民、农民工、工厂一般工人、大学教授、

政府省部级以上官员、大型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的收入估计与评价，以进一步探寻

人们如何评价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表２中Ａ栏表示受访者估计的各个职业 “实际

收入”的平均值，薪酬最高的职业与薪酬最低的职业相比在收入上相差约５５倍 （≈
２９４５７／５３９）。Ｂ栏中报告的是受访者对每个职业 “应得收入”的评价，薪酬最高的职

业与薪酬最低的职业之间的收入倍数比降至约３０ （≈２５１０２／８２８）。我们还可以计算每
一个职业的 “实际收入”与 “应得收入”之比，比值接近１表明该职业的收入是公平

的，大于１表明 “多付”，小于１则表明 “少付”，结果见Ｃ栏。可见，一方面，人们
认为农民、农民工和工厂的普通工人被少付了；另一方面，政府省部级以上官员和大

型企业董事长／总经理被认为多付了；而大学教授基本上被认为获得了他们应得的收

入 （比值为０．９４，接近１）。因此，中国城镇居民对当前收入分配的态度具有共识：应
该提高低薪酬职业的收入，同时降低高薪酬职业的收入，最终缩小收入差距。

·４２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表２　有效样本对给定职业的 “实际收入”与 “应得收入”的估计　 （单位：元／每月）

Ａ：“实际收入” Ｂ：“应得收入” Ｃ：Ａ／Ｂ

农　民 ５３９　 ８２８　 ０．６５

农民工 ８３７　 １１５５　 ０．７２

工厂一般工人 １０２５　 １４５３　 ０．７１

大学教授 ４８２６　 ５１４０　 ０．９４

政府省部级以上官员 ７０５４　 ４８０９　 １．４７

大型企业董事长／总经理 ２９４５７　 ２５１０２　 １．１７

（二）多元回归分析

中国城镇居民在收入分配态度上的共识引人注意，但本文的重点是要解释不同

群体在可接受的不平等程度上的差异性。因此我们转入对 “认可的不平等 （基尼系

数）”的多元回归分析。在表３中，我们依次给出５个模型：模型１至模型３分析

的是有效样本，模型４和模型５是两次使用多重填补法解决了缺失值问题之后的分

析结果，以检验缺失值问题是否会造成偏误。

表３　对 “认可的不平等 （基尼系数）”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感知的不平等

受教育年限

年龄／１０

国有部门

实际的不平等

月收入／１０００

月收入／１０００２

职业地位 （ＩＳＥＩ／１０）

党　员

城镇户口

男　性

常数项

０．８１３＊＊＊ ０．８１３＊＊＊ ０．８１３＊＊＊ ０．８２２＊＊＊ ０．８１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４）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 — －０．１３３＊ －０．１３１＊ －０．１２０＊

（０．０６７）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０．００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６）（０．００７）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０．００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９８＊＊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７）（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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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Ｆ
Ｒ２

Ｎ

４６８．３４＊＊＊ ３４６．９０＊＊＊ ３２１．１０＊＊＊ － －
０．６６５　 ０．６６８　 ０．６６９ － －
４０１１　 ４０１１　 ４０１１　 ４６４８　 ５２３１

　　　注：括号中的数字是调整了社区层次聚集效应后的稳健标准误；数据经过加权处理。ｐ＜０．１，＊ｐ＜

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双尾检验）。

既然 “认可的不平等”与 “感知的不平等”存在高度相依性，最好是在控制了
这种相依性后研究各个自变量的影响。模型１在此基础上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包括
月收入及其平方项、职业地位、党员、城镇户口和性别，它构成基准模型。模型２
继续加入三个个体层次上的关键自变量：受教育年限、年龄和国有部门。模型３继
续加入地区层次上的关键自变量———实际的不平等。在所有３个模型中，收入变量
都始终存在一个正向的非线性效应，即随着收入的增加，认可的不平等程度也会相
应上升，但当收入到达某个值之后，这种正向效应会逆转。职业地位变量在模型２
和模型３中也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总体上，这两个变量的正向效应意味着社会经
济地位较高的人认可更多的不平等，这可以被视为支持利己主义理论的一个证据。

在表１右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中，教育似乎也表现出了这种利己主义效应：教
育程度越高的人，认可的不平等程度也越高。但是，由于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所感知
的不平等程度也更高，所以简单的分析并不能排除认可的不平等程度随感知的不平
等程度上升而上升这种效应的影响。因此，必须在控制了两个主观不平等维度的相
依性并排除其他社会经济地位变量 （收入和职业地位）的影响后才能估计出教育对
不平等态度的净效应。如模型２所示，受教育年限变量对认可的不平等程度的影响
方向为负。虽然该回归系数并没有通过统计检验，但负的回归系数仍然显示，在其他
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如果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和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所感知到的不平等
程度也相同，则后者会赞同更少的不平等。当模型３同时纳入了感知的和实际的不平
等以对认可的不平等进行估计时，我们发现，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与教育程度较低的人
相比确实赞同更少的不平等 （ｐ＜０．０５）。因此，这一发现支持了假设１ｂ而非假设１ａ。

需要注意的是，教育的启蒙效应只有在同时考虑到社会的实际不平等状况和个体对不
平等的感知后才能够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如果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对不平等的态度超
越了狭隘的一己私利，那么必然要考虑到他们对社会实际的不平等状况的了解。

假设２ａ和２ｂ也得到了数据的支持。模型２和模型３显示，国有部门的受访者
所认可的不平等程度比市场部门要低 （ｐ＜０．０１）。这可以解释为与新中国前三十年
间实行的社会主义平均分配的制度遗产有关。世代和认可的不平等程度之间的相关
模式也符合价值观影响假设的预期，年龄较大的人认可较少的不平等 （在模型２中，

ｐ＜０．０５；在模型３中，ｐ＜０．０１）。换言之，受平均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时间越长，认
可的不平等程度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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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３还显示，在地区层次上测量的实际的不平等状况与在个体层次上测量的
认可的不平等程度之间确实存在负相关 （ｐ＜０．５），这就支持了假设３，即社会实际

的不平等程度越大，人们对不平等的认可程度越低。更重要的是，实际的不平等程

度和感知的不平等程度对认可的不平等程度的作用同时存在且作用方向相反。尽管

人们对不平等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不平等的感知，但过多的不平等仍

然会激发公众的不满。这说明，以往研究中所隐含的 “实际的不平等越多，感知的

也越多，认可的也就越多”的说法未必成立。

由于数据缺失的问题，我们使用多重填补法，对模型３进行重新估计。模型４
和模型５表明，对全部样本的分析结果与对有效样本的分析结果基本相同。因此，

本文的经验分析和实质结论是相当稳健的。

既然认可的不平等与感知的不平等是高度相关的 （见图１），或许有人会提出，

人们在对不平等的感知上所具有的系统性差异更重要；换言之，表３所揭示的关于

公平分配的态度差异模式，可能只是人们感知差异模式的一个自然结果。为了检验

这种观点是否成立，我们可将感知的不平等作为因变量来作类似的回归分析，但是

发现，人们对不平等的感知并不像他们对不平等的态度那样可以由重要的个体人口

与社会经济特征来作系统性的解释，即便可以解释，两者的决定模式也存在着明显

差异。因此，公众对于不平等的态度模式是一种具有实质意义的独立存在。

六、总结与讨论

中国社会迅速扩大的收入不平等近年已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论。尽管许多研究分

析了不平等的发展趋势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原因，但探讨人们对于不平等的主观感

知和评价的实证研究仍然很少。本文对２００５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城镇居民的分析正

是这样一种尝试，因为该数据的独特优势是采用了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 （ＩＳＳＰ）同
样的方法来测量个人对收入不平等的态度。在批判性地回顾了已有的实证研究文献

后，我们试图回答在理论层面上相当重要但在经验层面上尚未解决的三个问题。

对不平等态度的最简单直观的解释是利己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分层体系

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群体会对不平等持更为宽容的态度。正如在其他工业化国家所发

现的一样，该理论确实可以用来大致概括中国城镇居民对收入不平等的态度分歧。

但是，本文更重要的发现是，教育对不平等态度的影响具有利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

双重性质。过去的研究之所以没有揭示出教育对不平等态度的双重作用，是因为它

们没有考虑感知在态度形成过程中所起的调节作用；而且，个人生活于其中的具体

社会环境特征是使教育表现出启蒙效应的关键因素。因此，要理解教育在不平等的

合法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就要充分认识到个人对不平等的感知以及社会实际的不

平等状况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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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收入不平等的态度不仅取决于他们的自我利益，也受相关价值观的影响和
塑造。部门与世代两个变量被用来测量是否受到平均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结果表明，

老一代人和国有部门就业人员赞同较少程度的不平等，这与其深受平均主义分配政策
的影响有关。当然，本文并没有考虑部门间的流动情况，所分析的截面数据也无法严
格区分年龄、时期和世代的各自效应。这些局限性期待将来的研究能够加以解决。

至于宏观社会变迁对个体态度的影响，适应理论认为人们会慢慢习惯和认可不平
等程度的上升。对中欧和东欧转型国家的研究发现，公众对不平等的容忍程度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上升，似乎支持了适应理论。但这种论断的经验证据并不充分。在将地区
不平等程度这一变量明确纳入分析模型后，我们发现，尽管人们认可的不平等程度与
他们感知的不平等程度呈正相关，但它却与社会实际的不平等程度呈负相关。

关于中国不平等问题的日趋严重可能会威胁到政治和社会稳定的观点，近来受
到一些研究者质疑。怀默霆发现，中国民众将当前的不平等更多地归因为个人绩效
因素而非外部因素 （如机会不平等）；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民众对不平等的态度更
加正面和积极；中国最弱势的群体———农民———反而更倾向于接受当前的不平等。①

谢宇认为，中国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集体的中介性因素体现出来的，因而
不平等程度在日常生活中得以淡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是接受不平等的 （虽然
这是有条件的），因而许多中国民众目前还是能够容忍不平等现状的；目前很多中国
人认为不平等是经济发展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所以一些对不平等不满的人也能
被动和勉强地接受现在的不平等。因此，社会不平等问题本身 “在当今中国不太可
能造成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②

不平等与社会不稳定之间要发生联系还涉及一个重要的环节，即民众如何感知
和评价客观的不平等状况。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平等问题仍然是中国政府亟待
重视并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一方面，人们对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具有某种社会共
识：提高低薪酬职业的收入，同时降低高薪酬职业的收入，最终缩小收入差距或不
平等；另一方面，实际的不平等与认可的不平等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即不平等
程度的上升确实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因此，政府应顺应民意，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将
不平等降到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当然，一个社会内部不同的群体之间在认可
的不平等程度方面是存有差异的。社会群体之间在不平等态度上的分化模式，既构
成 “整体性不平等不一定会导致整体性不稳定”观点的另外一个重要诠释，也对维
护社会稳定的一系列政策设计及其执行具有参考意义。

〔责任编辑：刘亚秋　责任编审：冯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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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怀默霆：《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谢宇：《认识中国的不平等》，《社会》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